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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漠化是河西走廊荒漠绿洲过渡带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科学合理的治沙措施能够有效控制风沙侵害，有助于植被⁃土壤
系统的重建与恢复。 多年来，治沙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时间梯度下某种给定措施对植物群落及土壤的影响方面，对于同
一时间段内不同类型措施产生的生态惠益尚缺乏足够认识。 鉴于此，以流动沙地丘间地为对照，选取围栏封育＋麦草沙障（Ｇｅ＋
Ｗｓ）、麦草沙障＋人工梭梭（Ｗｓ＋Ｈ）和尼龙沙障＋人工梭梭（Ｎｎ＋Ｈ）３ 种不同的治沙措施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群落学调查与土壤
因子测定，研究了不同治沙措施影响下植物群落数量特征和土壤因子的变化规律与相互关系，并对各措施的生态效益进行了评
价。 结果表明：（１）植被方面，３ 种治沙措施影响下草本层和灌木层群落数量特征均呈增加趋势，其中 Ｇｅ＋Ｗｓ 草本层恢复效果

较佳，Ｗｓ＋Ｈ 和 Ｎｎ＋Ｈ 灌木层恢复程度更明显；土壤方面，伴随植物群落的恢复，３ 种治沙措施均能大幅改善土壤全碳、全氮、有
机质等主要养分，但同时对土壤水分带来负面效应，Ｇｅ＋Ｗｓ、Ｗｓ＋Ｈ 及 Ｎｎ＋Ｈ 的表层土壤含水量依次减少了 ３７．９９％、 ３１．３７％和
３５．９４％。 （２）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治沙措施通过直接影响灌木和草本群落间接改变土壤因子。 灌木群落数量特征增加将显著
降低土壤水分（Ｐ＜０．００１），但草本群落对土壤水分的负面影响在 Ｎｎ＋Ｈ 中不显著，类似的，灌木群落是土壤养分增加的主要驱
动力，而草本群落对土壤养分的积极效应仅在 Ｇｅ＋Ｗｓ 中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治沙措施影响下，灌木层和草本层间能够产
生协同关系，这种关系在种植梭梭的 Ｗｓ＋Ｈ（Ｐ＜０．０５）及 Ｎｎ＋Ｈ（Ｐ＜０．０１）区域达到显著水平。 （３）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的优势在
于草本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方面，适宜于流动沙丘中定植有原生灌木的区域；麦草沙障＋人工梭梭与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能够构建更为稳定的高生产力灌木群落，特别是尼龙沙障＋人工梭梭，产生的生态效益更佳，应给予优先考虑。
关键词：荒漠绿洲过渡带；治沙措施；植物群落；土壤因子；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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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ｈａｄ ａ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ｓ＋Ｈ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Ｎｎ＋Ｈ （Ｐ＜０．０１）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ｗａ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Ｗ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ｒ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ｓ； Ｗｓ＋Ｈ ａｎｄ Ｎｎ＋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ｎ＋Ｈ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ｓｅｒｔ ｏａｓｉｓ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植物群落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物种种群的集合，群落中各种群及种群与环境间相互协同与权衡，构建出物

种适应与调节环境，环境驱动与承载物种的复杂生态结构［１—３］。 土壤是植被生长的载体，蕴含着植物群落构

建、维持及繁衍所必需的各类资源［４］，准确掌握植物群落物种间，以及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的关系，有助于解

构植物群落的环境适应机制［５—６］，进而预测群落演替趋势。 生态系统中，植被伴随着土壤环境梯度变化，其分

布特征具有环境指示性［７—８］。 排序是诠释环境驱动下植物群落组成、迁移与格局的重要手段［９］，可通过统计

学方法将样方和物种在空间中进行排列，使得排序轴能够代表一定的环境梯度，构建出定量解释植物物种、群
落在环境中动态变化的空间模型，从而达到刻画植物群落组成与分布的目的［１０—１１］。 但排序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难以定量检验土壤因子与植物群落各指标间的因果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结合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的优点，可同时验证和分析多个变量间的因果规律，是探索生态系统中复杂因子关

系的理想方法［１２］。 因此，综合采用排序和结构方程模型，有助于厘清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间相互影响、相互

协同与权衡的复杂生态学关系。
荒漠绿洲过渡带是受荒漠化和绿洲化两种陆表过程共同影响的生态交错区［４］。 受严酷气候条件与长期

的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影响，荒漠绿洲过渡带内植物群落退化严重。 植被覆盖的减少降低了土表粗糙度，导致

风沙侵蚀加剧，最终形成干旱半干旱区最为常见的荒漠化形式———土地沙漠化。 荒漠植被是荒漠绿洲过渡带

维持与稳定的关键要素［１３］，其动态变化能够反映沙漠化的趋势与程度［４］。 土壤与植物群落间存在互馈关

系［１４］，一方面表现在土壤是植被根系吸收养分和水分的固着基质，为植物群落提供了生长栖息的场所［１５］，另
一方面体现在植物群落是促进土壤发育和提高土壤质量的关键要素［４］。 土壤与植物群落间密不可分的整体

性，预示着其同样能够表征荒漠绿洲沙漠化程度。 因此，改善土壤结构与重建植物群落是阻碍沙漠化加剧，恢
复荒漠绿洲生态承载力的有效途径。

河西走廊是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区，亦是荒漠绿洲过渡带广泛分布的区域［１６］。 风沙活动频繁，生态环

境脆弱，沙漠化防治逐渐成为区域生态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得益于几十年来干旱荒漠区沙漠化防治

的技术积累［１７—１８］，机械沙障结合人工种植梭梭和围栏封育等措施成为河西走廊行之有效的治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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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１５，１８—２０］，这些措施的实施成本和布置方式大相径庭，但决定其是否可行的生态学宗旨一致，即减弱风积风

蚀效应，改善土层结构，增加土壤养分，构建稳定的固沙植物群落。 近年来，有关荒漠绿洲植物群落方面的研

究已在河西走廊广泛开展，主要分为自然因素驱动和人为因素驱动两大类。 自然因素驱动的研究集中在风沙

效应［２１］、气候变化［２２—２４］、土壤因子［４，２５］、群落分布与格局［２６—２８］、干旱与水分胁迫［２９—３０］等多个方面；人为因素

驱动的研究则多聚焦在人工固沙植物群落（以人工梭梭为主） ［３１—３３］、施肥添水［３４—３５］、土地利用与覆被变

化［３６—３７］等领域。 在治沙措施方面，主要探索时间梯度下某一确定措施产生的生态效益［１５，３８—４０］。 关于不同沙

漠化防治措施影响下荒漠绿洲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变化规律及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植物群落重建和

土壤性状改善是沙漠化防治取得成效的重要表征，明晰不同沙漠化防治措施下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的关联特

征及演替方向，有助于科学筛选生态惠益最佳的沙漠化治理措施。 鉴于此，本研究以同一时间尺度下，不同治

沙措施区域内的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为研究对象，运用排序与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探索植物群落的组

成、变化规律及对土壤因子的影响，力求明确以下问题：（１）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的变化是否与治沙措施密切

相关？ （２）不同治沙措施区域土壤因子和植物群落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 何种措施产生的生态效益更佳？
其作用机制如何？ 这些科学问题的解答，将定量诠释在相同恢复时限内，不同沙漠化防治措施影响下植物群

落与土壤因子的关联，揭示人工积极干预下生态环境的恢复机制，从而为河西走廊植被重建与生态恢复、沙漠

化治理措施定量评估与完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临泽县北部黑河中游区域，属于荒漠草原与巴丹吉林沙漠的过渡地带，地理

坐标是 １００°０７′Ｅ， ３９°２４′Ｎ，平均海拔 １４００ｍ。 该区域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
年均气温 ７．６ ℃，年均降水量 １１７ ｍｍ，年内分配不均，７０％以上出现在 ５—９ 月，年蒸发量达 ２３８８ ｍｍ，日照强

烈，日照时数为 ３０４５ ｈ，风沙活动频繁且剧烈，主导风向西北，年均风速 ３．２ ｍ ／ ｓ，最大风速为 ２１ ｍ ／ ｓ。 地貌类

型以连绵起伏的流动沙丘、半固定和固定沙丘为主，南麓交错分布有砾质戈壁，主要土壤类型为灰棕漠土。 地

带性植被主要包括灌木、半灌木和草本等荒漠植物，呈不连续的斑块状分布格局，常见的有泡泡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雾冰藜（Ｂａｓｓｉａ ｄａｓｙｐｈｙｌｌａ）、沙蓬（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和
白茎盐生草（Ｈａｌｏｇｅｔｏｎ 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ｅｕｓ）等［１５，３８］。
１．２　 试验设计和样品采集

野外调查与样品采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植物生长季内进行。 在中国科学院临泽内陆河流域研究站北部沙漠

化严重的荒漠绿洲过渡地带（３９°２１′４９″—３９°２４′５６″Ｎ， １００°０９′１９″—１００°１２′０８″Ｅ），选取实施不同治沙措施的

流动沙地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流动沙丘丘间地（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Ａｓｄ）为对照，立地条件基本一致、实施年限

均为 ６ ａ 的围栏封育＋麦草沙障（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Ｇｅ＋Ｗｓ）、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ｓ＋Ｈ）、尼龙沙障＋人工梭梭（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ｎ＋Ｈ）为 ３ 种治沙措施区域。 所有措施区域原始生境均为荒漠绿

洲过渡带边缘的流动沙丘丘间地，其中麦草沙障＋围栏封育为禁牧区，沙障规格 １．２ ｍ×１．２ ｍ，初始出露地表

高度 ２０ ｃｍ；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和麦草沙障＋人工梭梭区未做围封处理，沙障规格 １．２ ｍ×１．２ ｍ，初始出露地

表高度亦为 ２０ ｃｍ，梭梭初始种植密度为 １５００ 株 ／ ｈｍ２。 在每种处理区域内随机设置 ６ 个样地（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ｍ），共布设样地 ２４ 个。 单个样地内设置 ３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灌木样方，并且在灌木样方内选择 ３ 株良好

长势灌木，在其冠层边缘处分别设置 ３ 个 １ ｍ×１ ｍ 的草本样方（个别流动沙丘对照区内灌木样方灌木数不足

３ 株，则在该样方对角线上设置草本样方），总共获得灌木样方 ７２ 个、草本样方 ２１６ 个。 调查样方中所有植物

的种类，同时记录灌木与草本的株数（多度）、高度与盖度。 在每个草本样方对角线 １ ／ ３ 处选取 ３ 个点，使用

美国光谱公司 ＴＤＲ⁃３５０ 土壤水分速测仪，量度表层（０—２０ ｃｍ）土壤含水量（体积）；之后清除土壤表层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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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用体积 １００ ｃｍ３环刀采取表层（０—２０ ｃｍ）土壤，用于土壤容重测定；同时应用直径 ５ ｃｍ 土钻，采集 ０—
２０ｃｍ 表层土壤，混合均匀后自然风干，剔除动植物残体、砾石等杂质，过 ２ ｍｍ 筛后进行土壤理化性质测

定［４１］。 其中，土壤 ｐＨ 采用电位法测定（水土比 ２．５∶１）；有机质（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ＯＭ）应用重铬酸钾⁃硫酸

容量法测定；全碳（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Ｃ）和全氮（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Ｎ），采用 Ｃｏｓｔｅｃｈ ＥＣＳ４０１０ 元素分析仪，依照燃

烧法进行测定［４２］；全磷（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ＴＰ）应用酸消解⁃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速效磷（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Ｐ）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速效钾（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Ｋ）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分光光度

法测定。 每个土壤样品测定 ３ 次，取平均值作为分析数据。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３．１　 多样性指标

以重要值作为综合指标，表征物种在群落中的优势度与功能地位，依照生活型类别，分别计算灌木层和草

本层中各物种的重要值，通用计算公式为：
重要值（ ＩＶ） ＝ （相对盖度 ＋ 相对高度 ＋ 相对密度） ／ ３ ［４３］

应用 Ｐａｔｒｉｃｋ 物种丰富度指数（Ｒ）、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Ｄ）及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来量度群落中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多样性［４４］，公式如下：
Ｒ ＝ Ｓ

Ｈ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

Ｊ ＝ Ｈ
ｌｎＲ

式中，Ｓ 为样方内物种数，Ｐ ｉ是样方中物种 ｉ 的相对重要值。
应用群落分层多样性度量法，测算群落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多样性指数后，设置加权参数计算群落整体的

多样性［４５］，计算公式如下：
群落丰富度指数（ＲＳ）

ＲＳ ＝ Ｒ１ ＋ Ｒ２

群落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Ｑ）
Ｑ ＝ Ｗ１ Ｑ１ ＋ Ｗ２ Ｑ２

式中，Ｒ１、Ｒ２分别是群落灌木层和草本层的 Ｐａｔｒｉｃｋ 物种丰富度指数；Ｑ１和 Ｑ２分别是群落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多

样性指数（包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Ｗ１和Ｗ２是群落

中的权重参数，均为 ０．５。
多样性指数通过 Ｒ 语言中“ｖｅｇａｎ”程序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函数获得，Ｒ 的版本为 Ｒ ３．６．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 （下同）。
１．３．２　 冗余分析

冗余分析（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ＤＡ）是典型的非对称约束性排序，将多元回归与主成分分析相结合，应
用直接梯度技术提取和归纳响应变量分量间的线性关系，从而直观的反映群落在环境中的分布特征［４，４６］。 研

究以物种重要值作为响应变量矩阵，土壤因子为解释变量矩阵，通过 Ｃａｎｏｃｏ ５．０ 软件进行 ＲＤＡ 分析。
１．３．３　 结构方程模型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探索不同治沙措施下土壤和植物群落间的路径特征

与因果联系，使用 Ｒ 语言“Ｌａｖａａｎ”和“ｓｅｍＰｌｏｔ”程序包，构建验证性模型。 模型中，土壤容重、含水量和 ｐＨ 为

独立观测变量；土壤养分为潜变量，由土壤有机质、全碳、全氮、全磷、速效磷和速效钾 ６ 个观测变量构成；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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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与草本群落数量特征（潜变量）分别由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盖度、高度及多度（观测变量）组成；植物群落物

种多样性亦属于潜变量，通过 Ｐａｔｒｉｃｋ 物种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

数 ３ 个观测变量来表征，模型分析之前，应用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对构成潜变量的

观测变量进行降维处理［４７］，利用第 １ 主成分轴载荷因子除以相应主成分特征值的平方根作为各观测变量的

系数，可获得土壤养分、灌木群落和草本群落数量特征的数值。 路径关系中，治沙措施为外生分类型变量，灌
草群落数量特征、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土壤养分、含水量、ｐＨ、容重等受治沙措施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同时，相
互间存在路径关系，设置为中介变量或内生变量。 之后，通过卡方 （ χ２）检验对 ３ 种治沙措施构建的 ＳＥＭ 进

行拟合优度评估，当卡方检验 Ｐ＞０．０５， 各参数中，ＣＦＩ 和 ＧＦＩ＞０．９；ＲＭＲ＜０．０５， ＲＭＳＥＲ＜０．０８ 时，ＳＥＭ 拟合效

果较理想［４８—４９］。
１．３．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用以确定不同治沙措施区中土壤因子和植物群

落数量特征的差异显著性，多重比较采取最小显著性差异法（ＬＳＤ），所有数值均以平均值±标准差的方式表

示。 研究中图形由 Ｒ 和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２０１８ 绘制。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１　 不同治沙措施对灌木和草本群落数量特征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ｈｅｒ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ｄ： 流动沙丘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Ｇｅ＋Ｗｓ：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Ｗｓ＋Ｈ： 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ｎ＋Ｈ：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灌木层间显著水平达到 Ｐ＜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草本层间显著水平达到 Ｐ＜０．０５

２．１　 植物群落数量特征和物种多样性

治沙措施不同，植物群落数量特征亦不同。 图 １ 显示了不同治沙措施下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群落数量特

征的变化规律。 Ｇｅ＋Ｗｓ， Ｗｓ＋Ｈ 和 Ｎｎ＋Ｈ ３ 种措施草本层多度依次为 ２７．７８、１９．８９ 和 ２６．０６，较 Ａｓｄ 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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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灌木层多度分别为 １１．１７、２０．５６、２２．４４，亦显著高于原始的 Ａｓｄ（Ｐ＜０．０５）。 草本层和灌木层盖度的

变化与多度相近，草本层盖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Ｎｎ＋Ｈ（１２．７８％），Ｇｅ＋Ｗｓ（１１．５６％）和 Ｗｓ＋Ｈ（９．８３％），与 Ａｓｄ
（４．３３％）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灌木层盖度自高到低分别是 Ｎｎ＋Ｈ（２７．３３％），Ｗｓ＋Ｈ（２６．１７％）和
Ｇｅ＋Ｗｓ（１７．７８％），与 Ａｓｄ（６．３３％）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草本层高度对 ３ 种治沙措施的响应不显

著（Ｐ＞０．０５）；Ｗｓ＋Ｈ 和 Ｎｎ＋Ｈ 的灌木层高度分别为 ９４．３３ｃｍ 和 ８６．９４ｃｍ，两者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但均

显著高于 Ｇｅ＋Ｗｓ（３７．２２ ｃｍ）和 Ａｓｄ（３２．０１ ｃｍ） （Ｐ＜０．０５）。 分析可得，３ 种治沙措施实施后，植物群落数量特

征呈现出积极变化。
物种多样性是表征植物群落结构功能性、复杂性和稳定性的综合性指标［５０］。 表 １ 反映了治沙措施对群

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各指标中，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规律完全一致，均表现为 Ｇｅ＋Ｗｓ
最高，Ｎｎ＋Ｈ 与 Ｗｓ＋Ｈ 次之，Ａｓｄ 最低，除 Ｎｎ＋Ｈ 与 Ｗｓ＋Ｈ 外，不同措施间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的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Ｇｅ＋Ｗｓ，Ｗｓ＋Ｈ 和 Ｎｎ＋Ｈ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分别是 ０．８４５、０．７５９ 和 ０．８０１，三
者间差异不明显，但均显著高于 Ａｓｄ（Ｐ＜０．０５）；与其它指标大相径庭的是，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对各类治沙措施

不敏感。

表 １　 不同治沙措施对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物种多样性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治沙措施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流动沙丘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物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３．６７０±０．６２ｃ １０．３３０±１．２１ａ ６．６７０±０．８２ｂ ７．３３０±１．１３ｂ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１．１１４±０．３４５ｃ ２．０６８±０．１３４ａ １．５９８±０．０７５ｂ １．７４８±０．１１６ｂ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２４±０．１３９ｂ ０．８４５±０．０２８ａ ０．７５９±０．０１４ａ ０．８０１±０．０２２ａ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８８２±０．０４３ａ ０．８８８±０．０４５ａ ０．８４６±０．０３３ａ ０．８７５±０．０３９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行间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水平达到 Ｐ＜０．０５

２．２　 土壤因子的变化

不同治沙措施下土壤因子的变化规律由表 ２ 所示，与 Ａｓｄ 相比，表层土壤含水量在 Ｇｅ＋Ｗｓ， Ｗｓ＋Ｈ 及Ｎｎ＋
Ｈ 依次减少了 ３７．９９％、３１．３７％和 ３５．９４％，下降幅度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土壤容重在 Ｇｅ＋Ｗｓ， Ｗｓ＋Ｈ 及

Ｎｎ＋Ｈ 分别下降至 １．６２６、１．６３１ 和 １．６２０ ｇ ／ ｃｍ３，下降程度亦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土壤 ｐＨ 的变化规律与

含水量及容重不一致，表现为 Ｇｅ＋Ｗｓ 降低（Ｐ＞０．０５），Ｗｓ＋Ｈ 及 Ｎｎ＋Ｈ 增加的趋势（Ｐ＜０．０５）。 土壤养分中，土
壤全氮、全碳、有机质、全磷及速效钾的变化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出 Ａｓｄ 中的含量最低，在 ３ 种治沙措施区增幅

显著的特点（Ｐ＜０．０５），除速效钾与速效磷外，其余土壤养分的峰值均出现于 Ｇｅ＋Ｗｓ。 值得注意的是，速效磷

对治沙措施的响应不敏感。 综合表明，治沙措施将大幅消耗表层土壤含水量，但同时对土壤容重和各类养分

因子产生明显的惠益。
２．３　 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的 ＲＤＡ 分析

冗余分析（ＲＤＡ）可直观的描述治沙措施影响下物种的分布与组成。 研究表明，ＲＤＡ 第 １ 轴和第 ２ 轴的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５５．９８％，能够较精确的反映物种在环境中的分布格局［５１］。 排序图中（图 ２），深蓝色实心

线段代表物种，红色空心线段表示土壤因子，棕色实心三角形为治沙措施。 线段越长，代表该要素在排序图中

的贡献程度越高。 土壤因子与物种间的夹角表示两者间的相关性。 给定红色箭头所指的方向代表相应的土

壤因子逐渐增加，相反的方向则代表数值逐步降低；给定蓝色箭头所在位置表示物种在该处出现频率最高或

分布最集中。 分析图 ２ 可知，流动沙丘具有土壤含水量和容重较高，土壤养分匮乏的特点，是沙蓬的集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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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Ｗｓ＋Ｈ 及 Ｎｎ＋Ｈ 在物种分布和土壤因子方面存在高度相似性，表现为较高的土壤 ｐＨ 和速效钾含量，人工

种植的梭梭、原生的白茎盐生草与雾冰藜为群落中的优势种；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虎尾草（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猪毛菜（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 、倒披针叶虫实（Ｃｏｒｉ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ｎｕｍ）等多数草本植物则主要集中于 Ｇｅ＋Ｗｓ，
该措施区内土壤全氮、全磷、有机质等土壤养分含量较高，含水量和容重偏低；泡泡刺和沙拐枣在所有区域均

有分布，是 Ｇｅ＋Ｗｓ 中的优势灌木，但在排序图中与 Ｗｓ＋Ｈ 及 Ｎｎ＋Ｈ 呈相反方向，原因是人工梭梭的营造改变

了灌木群落结构，泡泡刺和沙拐枣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表 ２　 不同治沙措施对土壤因子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土壤因子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治沙措施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流动沙丘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土壤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６．７９±１．２１ａ ４．２１±０．９０ｂ ４．６６±０．８２ｂ ４．３５±０．５９ｂ

土壤容重 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 ／ ｃｍ３） １．６５０±０．０２５ａ １．６２６±０．０１４ｂ １．６３１±０．０１６ｂ １．６２０±０．０１９ｂ

ｐＨ ９．０６±０．１９ｂ ８．９６±０．３３ｂ ９．２３±０．１７ａ ９．３６±０．０７ａ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ｇ ／ ｋｇ） ０．０９±０．０２ｃ ０．２０±０．０５ａ ０．１６±０．０３ｂ ０．１８±０．０３ａｂ

全碳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 （ｇ ／ ｋｇ） １．１２±０．２１ｃ １．８１±０．３９ａ １．５３±０．２８ｂ １．７９±０．３３ａ

土壤有机质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１．２９±０．１９ｃ ２．２４±０．５１ａ １．８６±０．３２ｂ ２．０９±０．３０ａｂ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ｇ ／ ｋｇ） ０．２１±０．０２ｃ ０．３０±０．０４ａ ０．２５±０．０３ｂ ０．２８±０．０４ａ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１．４６±０．２８ａ １．５１±０．３２ａ １．５７±０．３３ａ １．４９±０．５１ａ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ｍｇ ／ ｋｇ） １５５．０３±２５．７７ｃ １７６．７８±２４．８９ｂ １８９．３４±３４．３２ａｂ ２０４．０６±３１．８３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行间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水平达到 Ｐ＜０．０５

２．４　 植物群落和土壤因子的路径过程

２．４．１　 潜变量与观测变量

应用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可有效表征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中观测变量和对应潜变量的关系（表 ３）。 ３ 种

治沙措施下，土壤养分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碳、全磷、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变化方向一致、其中土壤有机质、全
氮和全碳的权重高于其它变量，组成了土壤养分的主体。 类似的，灌木及草本群落多度、盖度和高度的主成分

系数均为正，代表以上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灌木和草本群落数量特征）在 ＳＥＭ 中变化趋势和影响方向一致。

表 ３　 潜变量的主成分表达式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ＣＡ ｆｏｒ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潜变量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主成分表达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ＣＡ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土壤养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０．４４７ＴＮ＋ ０． ４４８ＴＣ＋ ０． ４５３ＳＯＭ＋
０．４１１ＴＰ＋０．３９９ＡＫ＋０．２５８ＡＰ

０．４４７ＴＮ＋ ０． ４６７ＴＣ＋ ０． ４７０ＳＯＭ＋
０．４２４ＴＰ＋０．４２３ＡＫ＋０．０２４ＡＰ

０．４５０ＴＮ＋０．４５５ＴＣ＋０．４５８ＳＯＭ＋
０．４２５ＴＰ＋０．４１０ＡＫ＋０．１７９ＡＰ

灌木群落数量特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０．６９５ＳＡ＋０．７００ＳＣ＋０．１６４ＳＨ ０．５９５ＳＡ＋０．５８７ＳＣ＋０．５４９ＳＨ ０．５８３ＳＡ＋０．５７６ＳＣ＋０．５７３ＳＨ

草本群落数量特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０．６８４ＨＡ＋０．６９６ＨＣ＋０．２２６ＨＨ ０．６７１ＨＡ＋０．６６８ＨＣ＋０．３２３ＨＨ ０．６８３ＨＡ＋０．６９１ＨＣ＋０．２３６ＨＨ

群落物种多样性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０．５８１Ｒ＋０．５９９Ｈ＋０．５５２Ｄ ０．５８６Ｒ＋０．６０８Ｈ＋０．５３６Ｄ ０．５８３Ｒ＋０．６０３Ｈ＋０．５４５Ｄ

　 　 ＴＮ： 土壤全氮；ＴＣ： 土壤全碳；ＳＯＭ： 土壤有机质；ＴＰ： 土壤全磷；ＡＫ： 土壤速效钾；ＡＰ： 土壤速效磷；ＳＡ： 灌木多度；ＳＣ： 灌木盖度；ＳＨ： 灌

木高度；ＨＡ： 草本多度；ＨＣ： 草本盖度；ＨＨ： 草本高度；Ｒ： 物种丰富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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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治沙措施下土壤因子和植物群落组成的 ＲＤＡ 排序图

Ｆｉｇ．２　 ＲＤ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ｓｄ： 流动沙丘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Ｇｅ＋Ｗｓ： 围栏封育＋麦草沙障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Ｗｓ＋Ｈ： 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ｎ＋Ｈ： 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Ｎｙｌｏｎ ｎｅｔ ｓ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ＷＣ： 土壤含水量，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ＢＤ： 土壤容重， 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Ｈ： 土壤 ｐＨ， ｓｏｉｌ ｐＨ； ＳＯＭ： 土壤有机质，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ＴＣ：

土壤全碳，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Ｎ： 土壤全氮，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Ｐ： 土壤全磷， Ｓｏｉ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Ｐ： 土壤速效磷，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Ｋ： 土壤速效钾，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Ｈａ： 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ｍ： 沙拐枣， 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Ｎｓ： 泡泡

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Ｎｔ： 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Ｋｆ： 盐爪爪， 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Ａｏ： 黑沙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Ｃｖ：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Ｓｃ： 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 Ｈａｒ： 白茎盐生草， Ｈａｌｏｇｅｔｏｎ 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ｅｕｓ； Ｅｐ： 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Ａｓ： 沙蓬， Ａｇ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ｕｍ； Ｂｄ： 雾冰藜， Ｂａｓｓｉａ ｄａｓｙｐｈｙｌｌａ； Ｃｌ： 倒披针叶虫实， Ｃｏｒｉ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ｎｕｍ； Ｅｇ： 砂蓝刺头， Ｅｃｈｉｎｏｐｓ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Ｓｖ：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Ａａ： 荒漠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而物种多样性由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共同构建，各观测变量主

成分系数均为正，且贡献程度接近。
２．４．２　 植物群落对土壤因子的路径效应

ＳＥＭ 表明治沙措施对植物群落存在直接影响（图 ３）。 Ｇｅ＋Ｗｓ、Ｗｓ＋Ｈ、Ｎｎ＋Ｈ ３ 种恢复措施对灌木群落数

量特征产生积极效应，标准路径系数依次为 ０．８１５、０．９２１ 和 ０．９４５，均达到 Ｐ＜０．００１ 的极显著水平。 ３ 种措施

对草本群落同样产生了极显著的正效应（Ｐ＜０．００１），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７７３、０．６９３ 及 ０．８０５。 与植物群落数量

特征相似，物种多样性对 ３ 种治沙措施产生了正向反馈，路径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 Ｇｅ＋Ｗｓ、Ｎｎ＋Ｈ 和 Ｗｓ＋Ｈ。
治沙措施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灌木和草本植物群落间的相互关系方面，３ 种措施影响下，灌木和草本群落数

量特征间产生协同效应，该效应在 Ｎｎ＋Ｈ（Ｐ＜０．０１）和 Ｗｓ＋Ｈ（Ｐ＜０．０５）中达到显著水平。
模型显示治沙措施通过植物群落对土壤因子产生间接影响。 Ｇｅ＋Ｗｓ 中，灌木（Ｐ＜０．０１）和草本群落数量

特征（Ｐ＜０．０５）与土壤养分间呈显著正相关，灌木群落（Ｐ＜０．００１）与草本群落（Ｐ＜０．０１）对土壤含水量产生了

极显著的负效应。 另外，土壤养分的增加有助于物种多样性的提高（Ｐ＜０．０５）。 Ｗｓ＋Ｈ 中，灌木（Ｐ＜０．０１）群落

６７８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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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特征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土壤养分，而对土壤含水量产生负面影响（Ｐ＜０．００１）。 同时，灌木群落特征的

改善将导致土壤 ｐＨ 增加（Ｐ＜０．０１）。 Ｎｎ＋Ｈ 中，灌木群落数量特征与土壤养分、土壤含水量间的关系及统计

学水平同 Ｗｓ＋Ｈ 接近，而草本群落数量特征对土壤养分和含水量的影响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Ｎｎ＋Ｈ 中灌

木群落数量特征与土壤 ｐＨ 间路径系数高达 ０．９２４，两者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而土壤 ｐＨ 的增加

不利于物种多样性的维持（Ｐ＜０．０５）。
此外，３ 种措施中，物种多样性与植物群落数量特征间存在直接的协同效应，除 Ｇｅ＋Ｗｓ 外，物种多样性增

加对灌木群落数量特征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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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治沙措施中植物群落和土壤因子的路径效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图中绿线箭头代表正相关， 红线箭头代表负相关， 箭头上的数字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箭头宽度表示路径系数强度， 变量旁边的 Ｒ２为方差

解释率， ∗：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０１；ＧＦＩ： 拟合优度指数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Ｉ： 比较拟合指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ＲＭＲ： 残差均方根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ＲＭＳＥＲ： 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３　 讨论

３．１　 治沙措施影响下的植物群落数量特征与物种多样性水平

植被恢复是生态恢复效果的直接表现［５２］，生态恢复是否持续有效，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稳定健康的植物群

落［５２］。 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系统承载力及功能稳定性的关键指标［４，５３—５４］，可用植物

群落数量特征（多度、盖度和高度）及多种多样性指数来表征。 本研究中，经过 ６ ａ 的治理，Ｇｅ＋Ｗｓ、Ｎｎ＋Ｈ 和

Ｗｓ＋Ｈ ３ 种措施区内灌木和草本层植物群落的多度、盖度及高度均提升明显，表明治沙措施有助于植被生产

力的恢复。 同时，物种多样性水平亦显著增加，预示着治沙措施能够有效改善群落结构，增加群落弹性。 以上

结果在研究围封、沙障固定、梭梭种植等治沙措施与植物群落间关系的试验中并不鲜见［５５—５７］。 然而，植物群

落在治沙措施的积极干预下，除共性变化外，还存在一些差异化特征。 Ｇｅ＋Ｗｓ 中草本植物多度和物种多样性

高于 Ｎｎ＋Ｈ 和 Ｗｓ＋Ｈ（图 １、表 １）， 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围封通过排除牲畜的负面干扰，使大量草本植

物得以留存，特别是适口性好的禾本科植被［５８］；二是围封避免了大量浅土层草本植物种子流失，丰富了措施

区内的土壤种子库［５９—６０］。 三是 Ｎｎ＋Ｈ 和 Ｗｓ＋Ｈ 措施区，灌木的群落数量特征显著高于 Ｇｅ＋Ｗｓ，这是人工大

规模营造梭梭的直观体现，梭梭种群的成功定植，极大的改变了原有的灌木群落结构，取代原生的沙拐枣和泡

泡刺，成为优势种。 梭梭种群具有稳定的生长特性和较强的抗旱能力，可通过固沙、防风、改善土壤质地等生

态功能，为草本植物提供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有助于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提高［６１］，然而灌丛的大规模增

加，加剧了物种间对土壤养分和水分的竞争，导致草本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受到限制［６２—６３］。
３．２　 治沙措施对植物的筛选

治沙措施不同，对植物群落入侵、生存和定植的影响亦不同。 人类积极干预前，研究区流动沙丘丘间地的

原生灌木为沙拐枣和泡泡刺，区域内土壤养分匮乏，草本植物以零星分布的沙蓬和雾冰藜为主。 Ｇｅ＋Ｗｓ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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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灌木种类与流动沙丘基本一致，但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灌木多度、盖度等指标提升明显。 草本层方

面，虎尾草、狗尾草、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等禾本科及猪毛菜、倒披针叶虫实等藜科均集中分布在 Ｇｅ＋Ｗｓ
区（图 ２），草本植物能够大量入侵与繁衍，主要得益于围封对牲畜啃食与踩踏等负面干扰的排除，以及沙障固

定和灌丛扩展产生的稳定环境［５７—５８］。 Ｎｎ＋Ｈ 和 Ｗｓ＋Ｈ 区，人工梭梭种植是主要治沙手段之一，最为直观的影

响为梭梭取代沙拐枣和泡泡刺，成为灌木群落中的优势种。 同时样地内 ｐＨ 增加显著，白茎盐生草和雾冰藜

等耐盐种在草本层占据优势地位（图 ２），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梭梭“喜盐”的生物特性［６４］。
３．３　 治沙措施下植物群落与土壤因子间的相互关系

土壤与植物间存在互馈作用，两者相互协同、相互影响，形成了承载生态系统物质周转和能量流动的植

被⁃土壤系统［４，１４］。 本研究构建 ＳＥＭ 时，治沙措施直接作用于植物群落，并通过植物群落间接影响土壤因子，
这与部分研究中土壤为植被⁃土壤系统中解释变量或预测变量的设定不同［６５—６６］。 主要原因是这些研究针对

的是不同的生态系统或生境单元（如森林、草原等）。 原始生境不同时，土壤因子存在显著差异，群落构建的

环境过滤机制主要来自于生境的异质性［６７—６８］，植物入侵和建植必须具有与环境因子相适应的生态位，土壤因

子作为引起生态位分化的关键要素，决定着植物群落的分布与组成。 本研究中，分析对象为给定区域内生境

条件基本一致的流动沙丘丘间地，土壤因子间的差异不明显，治沙措施成为驱动环境过滤机制的主要策略，其
对植物群落的构建和分布产生直接影响。 植物定植和繁育后，通过凋落物分解［６９］，沃岛效应［６，７０］、种间关

系［３０］等生态过程与机制改变土壤性状，驱动着土壤因子的变化，在土壤与植被互馈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围

封、沙障布设和固沙植被营造等治沙措施可通过植物群落建植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提高表层土壤细粒物质含

量，改善土壤质地，增加土壤养分，这是中国北方多个固沙区域研究的普遍认知［１５， １８，６４，７１—７２］。 本研究中，３ 种

措施区内土壤水分均呈明显减少的变化规律，其下降幅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Ｇｅ＋Ｗｓ、Ｎｎ＋Ｈ 和 Ｗｓ＋Ｈ，形成这一

规律的原因一方面是灌木群落生产力改善引起的蒸散发加剧，表层土壤水分在植物生长过程中被大量消

耗［３８，５５］；另一方面与治沙区域内草本群落数量特征的优劣密切相关，草本群落生长状况愈佳，表层土壤水分

含量愈低，这是由草本植物根系多集中在土壤表层的性状特征决定的。 以上两种解释均可在 ＳＥＭ 中（图 ３）
得到验证。 土壤全碳、全氮、有机质、全磷和速效钾等养分在 ３ 种措施区内均呈现出积极变化。 ＳＥＭ 表明，３
种措施区内灌木群落对土壤养分的正向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影响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 Ｎｎ＋Ｈ、Ｗｓ＋Ｈ 和 Ｇｅ＋
Ｗｓ，主要原因是梭梭建植后，成为群落中的优势种，高大的植株在降低风沙侵蚀的同时［６４，７１］，截获与集聚了大

量的细颗粒物质及凋落物［７３—７４］，事实上，以土壤有机质和全氮为主的各类养分，很少来自于土壤母质，而是源

于颗粒沉积和植被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７５—７６］。 Ｇｅ＋Ｗｓ 未进行梭梭种植，但经过围封与设置沙障，原生的沙

拐枣和泡泡刺等灌木群落的数量特征有所增加，改善了土壤养分和质地 （图 １、图 ３）。 然而，相比群落数量特

征大幅提高的梭梭种植区，其对土壤养分产生的惠益相对较低。 值得关注的是，Ｇｅ＋Ｗｓ 中，草本层对土壤养

分的贡献亦达到显著水平，这与该区域中凋落物养分含量较高且易分解的禾本科植被［７７］较丰富，能够在短周

期内为土壤补充大量养分密切相关。 治沙措施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灌木群落和草本群落间的协同关系方面，
其中在种植有梭梭的 Ｎｎ＋Ｈ 和 Ｗｓ＋Ｈ 区域，这种协同效应达到显著水平（图 ３），这一结果符合“应力梯度假

说”中关于外界胁迫（如干旱、低养）有助于植物群落间产生正面效应的观点［７８—７９］。 灌木生产力越高，灌木层

和草本层间协同关系越明显，主要源于一是灌丛有助于降低风沙流对地表草本植被的损害，同时通过产生凋

落物和增加有机质，改善了土壤质地［３０， ８０］。 二是尽管灌木在生长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土壤水分，但一方面通过

遮阴作用减少水分蒸散发，另一方面利用较发达的根系将深层土壤水或地下水吸收至土壤表层［８１—８２］，一定程

度上减缓了水分匮乏对草本植物的限制。 研究中（图 ３），物种多样性对灌木和草本群落的数量特征（生产力

水平）亦存在正向影响， 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物种多样性增加产生的生态位互补效应。 该理论认为，多样性

增加将促进群落中物种的功能性状类型（如叶面积指数、冠幅、根系深度等）增加或异化，产生生态位分化，使
有限的资源能够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以不同的利用方式被物种获取，促使资源利用趋于最大化，从而导致群落

生产力提高［８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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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警惕的是， Ｎｎ＋Ｈ 和 Ｗｓ＋Ｈ 中，土壤 ｐＨ 对物种多样性带来了负面影响，原因是梭梭属于喜盐植物，
在非灌溉条件下，梭梭根系存在明显的积盐效应，土壤盐分的增加将导致根际周边土壤溶液的渗透压提高，从
而使土壤水分的生理有效性降低，由此产生的生理性干旱不利于浅根系草本植物的生长与繁育［４０，８５］。
３．４　 治沙措施的生态效益与实施策略

治沙措施优劣的评价，需以生态效益为先，同时兼顾经济社会效益。 本研究中，Ｇｅ＋Ｗｓ 更利于草本植物

群落多样性水平的提高，同时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富集，然而，Ｇｅ＋Ｗｓ 区内的草本植物基本为一年生的禾本科

和藜科，在水分受限生境中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草本群落，如果原始沙丘中灌木缺乏，机械沙障的固沙效果将

大打折扣。 因此，仅当目标区域的生境特征与本研究区相近，即流动沙丘中分布一定的原生灌木（沙拐枣和

泡泡刺）时，该项措施的效益方可实现，具备推广与应用的基础。 Ｎｎ＋Ｈ 和 Ｗｓ＋Ｈ 中，通过大面积种植梭梭，构
建出较为稳定的梭梭＋沙拐枣＋泡泡刺灌木群落，较 Ｇｅ＋Ｗｓ 具有更佳的固沙效果。 同样是机械沙障与梭梭营

造相结合的综合型治沙措施，Ｎｎ＋Ｈ 群落数量特征和土壤养分改善幅度更明显，可能原因在于尼龙沙障的耐

风蚀能力更强，较麦草沙障更能增加地表粗糙度［８６］。 除生态惠益高于麦草沙障外，尼龙沙障的长期使用成本

亦相对较低［８７］，因此，在沙丘丘间地中，Ｎｎ＋Ｈ 的治沙效果好于 Ｗｓ＋Ｈ。 需要警惕的是，大规模梭梭种植造成

土壤 ｐＨ 上升，盐碱化程度加剧，不利于非盐生草本植物的定植与繁育。 综合来看，荒漠绿洲过渡带沙漠化治

理需同时考虑固沙效果和植被恢复的长期稳定性，这意味着灌木群落的生态重要性远大于难以固沙且受降水

影响显著的草本植物，因此，无论流动沙丘中是否存在原生灌木，在设置机械沙障基础上人工建植适生灌木均

是必要举措，且在树种选择中，除了梭梭外，应充分考虑本土物种。

４　 结论

以河西走廊黑河中游荒漠绿洲过渡带流动沙丘为对照，明晰了围栏封育＋麦草沙障、麦草沙障＋人工梭梭

及尼龙沙障＋人工梭梭 ３ 种复合型治沙措施对植物群落和土壤因子的影响，定量阐释各治沙措施产生的生态

惠益。 主要结论包括：（１）围栏封育＋麦草沙障区内草本植物恢复效果最佳，但优势种基本为对水分变化敏感

的一年生禾本科和藜科；麦草沙障＋人工梭梭及尼龙沙障＋人工梭梭通过引入外来种梭梭，极大的提高了灌木

群落数量特征，同时对草本层生产力的恢复带来协同效应。 （２）植被的恢复与重建，改善了土壤养分与容重，
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梭梭种植区，主要表现为表层土壤水分的消耗和盐分的富集。 （３）围栏封

育＋麦草沙障在提高草本层多样性方面存在优势，同时具有较高的土壤养分水平，适宜于流动沙丘存在原生

灌木的区域；麦草沙障＋人工梭梭与尼龙沙障＋人工梭梭能够大幅增加灌木层生产力，构建更为稳定的灌丛群

落，尼龙沙障＋人工梭梭产生的生态福祉更明显。
沙丘固定与植被恢复是一个长期、复杂乃至曲折的生态过程，本文研究对象实施期为 ６ ａ，仅能诠释中短

时间梯度内 ３ 种治沙措施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难以代表长期效益。 鉴于此，应在这些治沙区域建立长期观

测样地，同时增加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指标，以更加全面、系统的诠释不同治沙措施的长期生态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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